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
基于价值链延伸的视角

闫志俊　 　 于津平

摘要： 本文将空间集聚因素纳入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的模型，
探讨国内价值链延伸视角下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机

制， 并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表明： 中间品贸

易自由化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 空间集聚能够强化这一促进作用。
分样本检验后发现： 空间集聚的强化作用只对一般贸易企业产生显著影响， 对混合

贸易企业不显著； 而对于加工企业而言， 贸易自由化对其出口国内附加值不产生直

接影响， 而是主要通过出口集聚产生间接促进作用。 机制分析表明： 中间品贸易自

由化引致出口集聚和技术溢出， 通过降低国内中间品投入的相对成本促使企业将更

多生产环节转移至国内， 由此延伸国内价值链并进一步提升制造业的出口国内附加

值。 本研究证实了对外贸易自由化和对内产业集聚化的双循环发展模式是延伸国内

价值链、 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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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新冠疫情持续蔓延、 国际局势不断动荡的逆全球化背景

下， 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外贸战略使得中国企业面临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 且制造业

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始终难以摆脱 “低端锁定” 的尴尬境地。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

国际形势， 我国应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 从供需两端畅通国内大循环， 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

源， 助力宏观经济可持续发展。 在此背景下， 如何借助国际大循环发展国内大循

环， 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延伸国内价值链， 提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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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在全球创新链中的主导能力， 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焦点所在。
目前已有大量文献探讨了全球价值链 （ＧＶＣ） 的治理与升级问题， 而价值链

升级的本质是生产分工向高附加值环节转移并从中获取高利润， 因此， 不少学者开

始聚焦出口国内附加值 （ＤＶＡＲ） 的研究。 现有文献表明， 在加入 ＷＴＯ 之后， 中

国制造业的出口 ＤＶＡＲ 有上升趋势 （Ｋｏｏｐ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１］； 张杰等， ２０１３［２］ ）。
这主要是由于贸易自由化在扩大进口中间品二元边际的同时， 通过技术外溢和研发

创新扩大了国内市场的中间品种类， 进而提升加工企业的出口 ＤＶＡＲ （闫志俊和于

津平， ２０１９［３］； 毛其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９［４］）。 而进口中间品对国内中间品生产的外

溢效应不仅仅在企业内部产生， 更多的还会在区域范围内产生。 中国出口企业大量

集聚在东部沿海区域， 企业之间的上下游关联和生产资源共享从很大程度上会促进

中间品进口的外溢效应 （邵朝对和苏丹妮， ２０１９） ［５］， 而且集聚的不同方式、 不同

程度以及不同水平都会改变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渠道。
从双循环视角来看，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促使中国企业迅速融入国际分工体系，

并促进国内产业大规模集群的形成， 推动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体系中

的双重嵌套模式。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推动的国际大循环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国内大

循环的形成？ 国内产业集群的发展是否促进了国内价值链的延伸， 进而助力企业摆

脱对 ＧＶＣ 的依赖从而提高自身的出口 ＤＶＡＲ？ 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探索中

国制造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提升机制以及完善国内价值链构建的有效途径。

一、 文献综述

基于增加值贸易的统计方法推动了学术界对出口国内附加值测算的广泛研究，
从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宏观测算法 （Ｈｕｍｍｅｌ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１［６］； Ｄｅ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７］；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ｇｕｅｒａ， ２０１２［８］； Ｋｏｏｐ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９］； 王直等， ２０１５［１０］） 到基于

企业进出口数据的微观测算法 （张杰等， ２０１３； Ｋｅｅ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１１］； 高翔等，
２０１８［１２］）， 出口 ＤＶＡＲ 的测度愈加精细化和复杂化。 就其影响因素而言， 对外开放

的贸易政策占主导地位， 持续的关税减让显著提升了国内中间品多样性并降低其相

对价格， 对进口中间品形成了替代， 进而提高了加工企业的出口 ＤＶＡＲ。 毛其淋和

许家云 （２０１９） 进一步揭示了贸易自由化引致 “中间品替代” 的缘由， 认为中间

品关税减让通过降低成本、 提高利润， 从而激励企业进行研发创新， 而最终品关税

减让则通过促进竞争效应倒逼企业进行创新， 导致国内市场上中间品种类与数量的

增加， 从而激励下游厂商加大对国内中间品的采购。 另外， 贸易自由化还通过提高

投入品质量推动行业向技能密集型方向转变 （魏悦羚和张洪胜， ２０１９） ［１３］， 并提高

生产效率， 从而使得企业有能力承担更多的价值链生产环节， 扩大生产范围， 促使

其向上游环节延伸， 以此提升出口国内附加值 （张亮等， ２０２２） ［１４］。
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的引入对出口 ＤＶＡＲ 的影响机制较为复杂。 首先， ＦＤＩ

带来的上游产业链本土化必然导致下游厂商使用更多的国内中间品投入生产活动，
对进口中间品形成替代， 导致外资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大幅度提升 （张杰等， ２０１３）。
其次， ＦＤＩ 有助于提高东道国在 ＧＶＣ 中的嵌入程度， 产生外溢效应， 进而提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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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企业的生产率水平 （Ｂａ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ｕｓｓ， ２０１５） ［１５］， 但同时也可能导致国内市场的

竞争加剧， 造成本土企业生产规模的缩小以及国内中间品产出供给的减少， 进而降

低出口国内附加值 （唐宜红和张鹏杨， ２０１７） ［１６］。 最后， 伴随着跨国公司的大量

进驻以及 ＧＶＣ 的深度嵌入， 外资企业始终掌握并控制核心环节， 对国内企业进

行技术封锁， 致使东道国的中间品供给行业始终被锁定在低端， 难以实现出口国

内附加值的长期可持续提升。 由此可见， ＦＤＩ 对出口 ＤＶＡＲ 的影响方向具有不确

定性。
除外贸政策的影响之外， 贸易方式、 行业特征和伙伴国的发达程度也是影响出

口 ＤＶＡＲ 的重要因素 （Ｕｐｗａｒ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１７］。 另外， 国内学者还广泛讨论了制

造业上游垄断 （李胜旗和毛其淋， ２０１７） ［１８］、 市场分割 （吕越等， ２０１８） ［１９］、 政府

补贴 （许家云和徐莹莹， ２０１９） ［２０］、 融资约束 （邵昱琛等， ２０１７） ［２１］、 贸易网络

（吕越和尉亚宁， ２０２０） ［２２］以及数字化投入 （张晴和于津平， ２０２１） ［２３］ 等因素对出

口 ＤＶＡＲ 的影响。 随着新经济地理和全球价值链理论的不断交叉拓展， 集聚的外

部性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得到部分学者的关注。 邵朝对和苏丹妮 （２０１９） 研

究了产业集聚对中国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正向促进作用， 通过解构集聚外部性后发

现， 包含劳动力蓄水池、 中间投入共享、 知识技术溢出三个方面的马歇尔外部性和

集群商业信用引发的融资外部性通过提高企业成本加成和降低国内中间品相对价格

对出口国内附加值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且成本加成效应与中间品替代效应之

间存在相互强化的促进作用 （张丽和廖赛男， ２０２１） ［２４］。 显然， 渐进式的对外开放

和集群式的发展模式促使国内企业迅速融入全球价值链， 通过统筹两个市场两种资

源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进而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产生积极的影响 （闫
志俊和于津平， ２０１９）。

不难发现， 现有文献已经对制造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充分的研究，
但依然存在不足之处。 本文拟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拓展： 第一， 从国内价值链延伸视

角考察国内外两个市场互动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关系， 探讨反映 ＧＶＣ 参与程

度的中间品贸易自由化、 表征本地化生产网络的空间集聚与衡量企业贸易利得的出

口 ＤＶＡＲ 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为我国双循环战略的推进提供经验支撑； 第二，
现有文献主要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演变路径和影响渠道， 本文尝

试将全球价值链理论与异质性企业理论相结合， 将集聚因素纳入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２５］

模型， 构建数理模型揭示背后的作用机制； 第三， 构建企业国内价值链长度指标，
以此检验国内价值链延伸影响出口 ＤＶＡＲ 的理论机制， 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更

多的机制检验思路。

二、 模型与假设

（一） 基本假设

假设经济由 Ｎ 个国家组成， Ｌｉ 和 Ｅ ｉ 分别表示第 ｉ 国的劳动力数量 （或者是消费

者数量） 和总收入 （或者是消费总支出）。 每个国家都有 Ｈ 个垄断竞争部门，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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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投入两种要素： 劳动力和中间品， 假设各国的工资率相等且标准化为 １。
１ 消费与偏好

假设各国消费者具有相似的偏好， 效用函数采用不变替代弹性 （ＣＥＳ） 函数：

Ｕ ＝ ∑
Ｈ

ｈ ＝ １
μｈ ｌｎ ∑

ω∈Ωｈ

ｑ（ω） （σｈ－１） ／ σｈ[ ]
σｈ ／ （σｈ－１） （１）

其中，∑
Ｈ

ｈ ＝ １
μｈ ＝ １ 且 σｈ ＞ １， ｈ 代表部门， ｑ（ω） 是产品 ω的消费量， Ωｈ 是多样化

产品集合。 μｈ 表示消费占总支出之比， σｈ 是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 求解效用最大化

可以得到部门 ｈ 产品 ω 的需求函数：
ｑ（ω） ＝ ｐ（ω ） －σｈ Ｐｈ

σｈ－１·μｈＥ （２）
其中， ｐ（ω） 是产品 ω 的价格， Ｐｈ 是部门层面的价格指数， 具体的表达式为：

ｌｎＰｈ ＝ １
１ － σｈ

·ｌｎ ∑
ω∈Ωｈ

ｐ（ω ） １－σｈ( ) 。 由 （２） 式可知， 产品 ω 的需求量不仅取决于

自身的价格， 而且与部门价格指数和消费支出有关。 由于本文的理论分析对任意部

门 ｈ 都是类似的， 为简化起见， 后文的公式中将删去下标 ｈ 。
２ 生产与技术

各国市场上的经营企业具有异质性的生产率， 使用劳动力和中间品作为投入要

素， 生产函数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形式：
ｑ（φ） ＝ χ·φ ＬαＬ ＭαＭ （３）

其中， χ 为常数项， 满足： χ ＝ αＬ
－αＬ αＭ

－αＭ ， αＬ 和 αＭ 分别是劳动力 Ｌ 和中间品 Ｍ
的产出弹性， 且有 αＬ ＋ αＭ ＜ １， φ 代表企业的生产率。 假设 ｗ 和 ＰＭ 分别表示劳动

力的工资和中间品的价格指数， 根据利润最大化可得企业的加成定价：

ｐ（φ） ＝ σ
σ － １

·ｃ（φ， ｑ） ＝ σ
σ － １

·ｗαＬ ＰＭ( ) αＭ

φ
（４）

其中， ｃ（φ， ｑ） 表示企业的边际成本， ｗαＬ ＰＭ( ) αＭ 是 投入要素组合的单位成本，
由要素价格决定。 生产率越高的企业， 最终品生产的边际成本越低， 市场竞争力越

强。 与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一致， 本文假设生产率服从外生的帕累托分布。
３ 出口成本与企业异质性

假设来自 ｉ 国的出口商在进入 ｊ 国的市场时， 需要克服的出口固定成本为 ｆｘｉｊ ，
运输一单位产品所产生的冰山成本为 τｘ

ｉｊ ， ｆｘｉｊ 和 τｘ
ｉｊ 满足： ｆｘｉｉ ＝ ０ 和 τｘ

ｉｉ ＝ １， 即本国企业

在国内市场上的销售不会产生额外的出口固定成本和冰山成本， ｆｘｉｊ ＞ ０ 和 τｘ
ｉｊ ＞ １ 则

意味着远距离的国际运输和销售需要支付更高的成本。 基于加成定价规则， 可得生

产率为 φ 的企业从 ｉ 国出口到 ｊ 国的产品价格为：

ｐｉｊ（φ） ＝ σ
σ － １

·
τｘ
ｉｊ ＰＭ

ｉ( ) αＭ

φ
（５）

显然， 产品的出口价格大于其内销价格， 出口市场距离越远， 销售价格越高。
考虑到集聚所带来的信息外溢， 本文参考 Ｋｒａｕｔｈｅｉｍ （２０１２） ［２６］， 将出口固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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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ｘｉｊ 设定为企业数量 ｎｉｊ 的函数： ｆｘｉｊ ＝ δ ｎｉｊ( ) －η ｆ
－
ｘ
ｉｊ。 其中， ｆ

－

ｉｊ 是与集聚无关的外生成本因

子， δ是调整参数且满足 δ ＜ １， 这意味着企业之间的信息传递是不完全的， 部分信

息会在传递过程中有所流失。 η 可以视为出口集聚的成本弹性， 为确保有内点解，
假设 η ＜ （σ － １） ／ θ ， 即出口固定成本会随着集聚程度的加深而缓慢下降。

４ 中间品投入

假设中间品 Ｍ 是一系列国内外中间品种类的投入组合：

Ｍ ＝ Ψ·ｅｘｐ（∫ｚ∗
０
ｂ（ ｚ） ｌｎｍｄ（ ｚ）ｄｚ ＋ ∫１

ｚ∗
ｂ（ ｚ） ｌｎｍｆ（ ｚ）ｄｚ） （６）

其中， Ψ ＝ ｅｘｐ（ － ∫１
０
ｂ（ ｚ）ｌｎｂ（ ｚ）ｄｚ） ， ｍｄ（ ｚ） 和 ｍｆ（ ｚ） 分别表示国内中间品和进

口中间品的投入量， ｂ（ ｚ） 是多样化种类 ｚ 的投入份额， 满足 ∫
１

０

ｂ（ ｚ）ｄｚ ＝ １。 假设 ｚ 的

取值范围是（０， １） ， 将 ｚ 按照国内生产的比较优势进行排序， ｚ 越小表示国内生产

越具有比较优势， ｚ 越大表示国外生产越具有比较优势。 公式 （６） 意味着对于同一

中间品种类 ｚ ， 国内外采购品是替代关系， 是否进口中间品取决于 ｚ 在国际市场和

国内市场上的相对价格。 假设生产特定种类的中间品 ｚ 只需使用劳动力一种生产要

素， 在完全竞争假设下， 中间品定价等于其生产成本， 若国内外中间品 ｚ 的成本分

别为 ｃｄｍ（ ｚ） 和 ｃｆｍ（ ｚ） ， 那么， 进口中间品与国内中间品的相对成本为：
ｇ（ ｚ） ＝ ｃｆｍ（ ｚ） ／ ｃｄｍ（ ｚ， ｚ∗） （７）

其中， ｇ′（ ｚ） ＜ ０， ｌｉｍ
ｚ→０

ｇ（０） ＞ １ 且 ｌｉｍ
ｚ→１

ｇ（ ｚ） ＜ １。 由于 ｚ 值越大从国际市场上采

购的相对成本越低， 因此 ｇ（·） 是关于 ｚ 的减函数。 ｚ∗ 表示企业使用国内中间品和

进口中间品的临界种类， （０， ｚ∗） 区间使用国内中间品投入， （ ｚ∗， １） 区间使用进

口中间品投入， ｚ∗ 值增大可以反映出国内价值链逐步延伸。 考虑到进口多样化当中

的高质低价中间品具有技术溢出效应， 有利于提高国内中间品供应商的生产率和创

新能力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２７］， 本文设定国内中间品的生产成本 ｃｄｍ（ ｚ， ｚ∗） 是

ｚ∗ 的增函数， 即满足  ｃｄｍ（ ｚ， ｚ∗） ／  ｚ∗ ＞ ０ 和 ２ ｃｄｍ（ ｚ， ｚ∗） ／  ｚ∗ｚ ＞ ０。 单个企业使

用国内中间品和进口中间品的范围 （即 ｚ∗ 的大小） 取决于 ｚ 的国内外生产成本

ｃｄｍ（ ｚ， ｚ∗） 和 ｃｆｍ（ ｚ） 、 国内中间品的交易成本 κ（ｎｉｊ） 和进口中间品的冰山成本 τｍ 。
为实现中间品组合 Ｍ 的投入成本最小化， 企业使用任一中间品 ｚ 的采购成本需满

足： ｃｍ（ ｚ） ＝ ｍｉｎ κ（ｎｉｊ） ｃｄｍ（ ｚ， ｚ∗）， τｍ ｃｆｍ（ ｚ）{ } 。 相应地， 国内中间品种类的采购范

围是：
Ｄｚ ＝ ｚ κ（ｎｉｊ） ｃｄｍ（ ｚ， ｚ∗） ≤ τｍ ｃｆｍ（ ｚ）{ } （８）

公式 （８） 中国内中间品的交易成本 κ（ｎｉｊ） 与出口集聚程度 ｎｉｊ 有关， 由于集聚

所带来的产业关联效应能够显著降低上下游企业的交易成本， 因此 κ（ｎｉｊ） 是关于

ｎｉｊ 的减函数， 且满足 κ（ｎｉｊ） ＞ １。 τｍ 是进口冰山成本， τｍ － １ 可以视为中间品进口关

税， 显然， 关税减让必然带来 τｍ 的下降。 结合 （７） 式可知， 国内外中间品投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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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种类 ｚ∗ 满足： ｇ（ ｚ∗） ＝ κ（ｎｉｊ） ／ τｍ 。 相应地， ｚ∗ ＝ ｇ －１（τｍ， κ（ｎｉｊ）） ， 这从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国内价值链的生产长度。 进一步根据成本最小化假设， 可得企业使用

的中间品投入组合 Ｍ 相对应的价格指数：

ＰＭ ＝ ｅｘｐ ∫ｚ∗
０
ｂ（ ｚ）ｌｎ κ（ｎｉｊ） ｃｄｍ（ ｚ）( ) ｄｚ ＋ ∫１

ｚ∗
ｂ（ ｚ）ｌｎ τｍ ｃｆｍ（ ｚ）( ) ｄｚ( ) （９）

（二） 均衡求解

生产率为 φ 的企业从 ｉ 国出口到 ｊ 国所获得的利润为：

πｉｊ（φ） ＝ Ａ１·
τｘ
ｉｊ ＰＭ

ｉ( ) αＭ

φ
æ

è
ç

ö

ø
÷

１－σ

·Ｐσ－１
ｊ Ｅ ｊ － δ ｎｉｊ( ) －η ｆ

－
ｘ
ｉｊ （１０）

其中， Ａ１ ＝ μ σ －σ（σ － １ ） σ－１。 企业的出口利润不仅取决于生产率 φ ， 同时还与

中间品价格指数 ＰＭ
ｉ 、 出口市场 ｊ 的经济规模 Ｅ ｊ 和价格指数 Ｐ ｊ 、 市场 ｉ 到 ｊ 的冰山

成本 τｘ
ｉｊ 和出口固定成本 ｆ

－
ｘ
ｉｊ 、 以及服务于 ｊ 国市场的 ｉ 国出口企业数量 ｎｉｊ 有关。 根

据零利润条件， 可以求得从 ｉ 国出口到 ｊ 国所需跨越的生产率门槛 φ∗
ｉｊ 。 在求解 φ∗

ｉｊ

之前， 需给出内生变量 ｎｉｊ 的表达式， 参考 Ｃｈａｎｅｙ （２００８） ［２８］ 的做法， ｉ 国到 ｊ 国的

出口企业数量与 ｉ 国的经济规模成正比①， 即 ｎｉｊ ＝ Ｌｉ ∫
∞

φ∗ｉｊ

ｄＦ（φ） ＝ Ｌｉ （φ∗
ｉｊ ）

－θ 。 在本文

模型中， 出口网络带来的信息外溢有助于降低出口固定成本， 促使更多企业进入出

口市场， 使 ｎｉｊ 有所增加， 因此， ｎｉｊ 和 φ∗
ｉｊ 二者的相互影响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强化过

程。 因此， 可以求得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临界值：

（φ∗
ｉｊ ） σ－１－θη ＝ Ａ１

－１·Ｌｉ
－η Ｅ ｊ

－１ （τｘ
ｉｊ （ＰＭ

ｉ ） αＭ） σ－１ Ｐ１－σ
ｊ ·δ －η ｆ

－
ｘ
ｉｊ （１１）

上述等式右边包含内生变量 Ｐ ｊ ， 因此 （１１） 式只能求得 φ∗
ｉｊ 的隐式解。 需结

合价格指数 Ｐ ｊ 的表达式， 才能解得出口企业的临界生产率。 总价格指数 Ｐ ｊ 为 ：

Ｐ ｊ ＝ ∑
Ｎ

ｋ ＝ １
Ｌｋ ∫

∞

φ∗ｋｊ

σ
σ － １

·
τｘ
ｋｊ （ＰＭ

ｋ ） αＭ

φ
æ

è
ç

ö

ø
÷

１－σ

ｄＦ（φ）æ

è
ç

ö

ø
÷

１ ／ （１－σ）

（１２）

其中， φ∗
ｋｊ 是 ｋ国出口到 ｊ国的生产率临界值， Ｐ ｊ 是出口市场 ｊ的所有产品销售价

格的加权均值。 结合 （１１） 和 （１２） 可以得到总价格指数 Ｐ ｊ 的解析解②， 并进一

步求得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临界值：

φ∗
ｉｊ ＝ Ａ３·Ｌｉ

η
１－σ＋θη Ｅ ｊ

－ １
θ（１－η） （ ｆ

－
ｘ
ｉｊ）

１
σ－１－θη

τｘ
ｉｊ （ＰＭ

ｉ ） αＭ

Ｔ ｊ

æ

è
ç

ö

ø
÷

１－σ
１－σ＋θη

（１３）

其中， Ａ３ ＝ σ
μ
· θ δ －η

θ － （σ － １）
æ

è
ç

ö

ø
÷

１
θ（１－η）

。 给定均衡的生产率临界值， 本文接下来

将讨论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国内价值链延伸、 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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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①对于任意国家， 在均衡状态下满足 Ｅｉ ＝ ｗｉＬｉ ， 由于工资标准化为 １， 因此 Ｅｉ ＝ Ｌｉ 。
详细结果读者可登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三、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一）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国内价值链延伸

１ 内生化的出口固定成本

本文将出口固定成本内生化为出口集聚的函数， 主要是考虑到集聚带来的信息

外溢有利于降低企业所面临的出口固定成本， 而出口集聚本身会受到贸易自由化的

影响， 据此本文可以建立出口固定成本与出口可变成本之间的关联。 根据公式

（１３） 和 ｆｘｉｊ 的定义式， 可以得到：

ｆｘｉｊ ＝ Ａ４·Ｌｉ

１
θ

σ－１－
１
η
Ｅ ｊ

－ η
１－η ｆ ｘｉｊ( )

１

１－ θη
σ－１

τｘ
ｉｊ ＰＭ

ｉ( ) αＭ

Ｔ ｊ

æ

è
ç

ö

ø
÷

１
１
θη－

１
σ－１ （１４）

其中， Ａ４ ＝ σ
μ
· θ δ －１

θ － （σ － １）
æ

è
ç

ö

ø
÷

η
１－η

。 将 （１４） 式双边取对数并对 τｘ
ｉｊ 求微分可

得：
 ｌｎｆｘｉｊ
 ｌｎτｘ

ｉｊ

＝ １
１ ／ （θη） － １ ／ （σ － １）

＞ ０。 显然， ｆｘｉｊ 是关于冰山成本 τｘ
ｉｊ 的增函数， ｆｘｉｊ 关

于 τｘ
ｉｊ 的弹性与参数 θ 、 η 和 σ 有关， 生产率分布越集中 （ θ 越大）， 出口集聚的溢

出效应越大 （ η越接近于 １）、 产品间的替代程度越低 （ σ越小）， ｆｘｉｊ 关于 τｘ
ｉｊ 变化的

敏感度越大。
２ 贸易自由化与中间品临界种类

根据前文的基本假设可知， 国内外市场供应中间品的临界种类满足：
ｇ（ ｚ∗） ＝ κ（ｎｉｊ） ／ τｍ， ｚ∗ ＝ ｇ －１（τｍ， κ（ｎｉｊ）） （１５）

前文假设进口中间品对相关的国内中间品生产具有溢出效应， 且集聚形成的产

业垂直关联能够节约交易成本， 即  ｃｄｍ（ ｚ， ｚ∗） ／ ｚ∗ ＞ ０ 和 κ（ｎｉｊ） ／ ｎｉｊ ＜ ０。 因此，
国内中间品和进口中间品的临界种类 ｚ∗ 受贸易自由化的影响方式较为复杂。 图 １
展示了中间品临界种类 ｚ∗ 的形成过程。 首先， 在未考虑集聚与技术溢出的情况下，
虚线 ｇ（ ｚ） 是进口中间品的相对成本曲线， 且向右下方倾斜， 曲线 ｇ（ ｚ） 和水平线

ｇ（·） ＝ κ
－
／ τｍ （ κ

－
表示国内交易成本的上限） 相交于 ｚ∗０ 。 当存在技术溢出时， 国内

中间品的生产成本会由于国际市场开放而下降， 因此进口中间品的相对成本会有所

增加， 即曲线 ｇ（ ｚ） 将上移至 ｇ（ ｚ， ｚ∗） ， 与水平线 ｇ（·） ＝ κ
－
／ τｍ 产生新的交点 ｚ∗１ 。

当存在集聚的产业关联效应时， κ
－
将会减少， 直线 ｇ（·） ＝ κ

－
／ τｍ 将不断下移， 与此同

时 ｚ∗１ 不断提高。 当达到均衡时， 直线 ｇ（·） ＝ κ（ｎｉｊ） ／ τｍ 与曲线 ｇ（ ｚ， ｚ∗） 相交于

ｚ∗ ， 即均衡的中间品临界种类， 显然， ｚ∗ ＞ ｚ∗１ ＞ ｚ∗０ 。
图 ２ 描绘了 τｍ 下降时中间品临界种类 ｚ∗ 的变化路径。 其中， 贸易自由化之前

的国内中间品的相对交易成本用直线 ｇ（·） ＝ κ（ｎｉｊ） ／ τｍ 表示， 相对生产成本用曲线

ｇ（ ｚ， ｚ∗） 表示， 二者相交于 ｚ∗ ， 即初始的中间品临界种类。 当进口关税下降时 （
τｍ 降低为 τ′ｍ ）， ｇ（·）＝ κ（ｎｉｊ） ／ τｍ 将上移至 ｇ（·）＝ κ（ｎｉｊ） ／ τ′ｍ ， 与曲线 ｇ（ ｚ， ｚ∗）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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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集聚与技术溢出情况下 Ｚ∗的形成　 　 　 图 ２　 贸易自由背景下 Ｚ∗的变化路径

生新的交点 ｚ′∗ ， 位于 ｚ∗ 左侧， 即关税减让的直接影响效应是使 ｚ∗ 左移至 ｚ′∗ ，
增加了中间品的进口范围。 但中间品进口成本降低时， 空间集聚和技术溢出会促使

国内中间品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下降， 因此， 曲线 ｇ（ ｚ， ｚ∗） 将不断上移， 而直

线 ｇ（·） ＝ κ（ｎｉｊ） ／ τ′ｍ 将不断下移， 直至 ｇ（·） ＝ κ（ｎ′ｉｊ） ／ τ′ｍ 和曲线 ｇ（ ｚ， ｚ ″∗） 在中

间品临界种类 ｚ ″∗ 处相交时达到均衡状态。 可以确定的是， ｚ ″∗ 位于 ｚ′∗ 的右侧， ｚ
″∗ 与 ｚ∗ 的相对位置不能确定， 但当出口集聚带来的成本节约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

较大时， ｚ ″∗ 将位于 ｚ∗ 右侧。 因此， 当考虑集聚和技术溢出时， 同样的生产过程中

进口中间品的投入范围将有所减少， 国内价值链将有所延伸。
３ 贸易自由化与中间品投入成本

将 （９） 式中的 ＰＭ 对 τｍ 求微分可得：

 ｌｎＰＭ

 ｌｎτｍ
＝
∫１
ｚ∗
ｂ（ ｚ）ｄｚ ＋ Ｍ１

１ － Ｍ２
（１６）

其中， Ｍ１ ＝  ｌｎｚ∗

 ｌｎτｍ · ∫ｚ
∗

０
ｂ（ ｚ）·

 ｌｎｃｄｍ（ ｚ， ｚ∗）
 ｌｎｚ∗

ｄｚ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０， Ｍ２ ＝

（σ － １）θ·αＭ

１ － σ ＋ θη
·

 ｌｎκ（ｎｉｊ）
 ｌｎｎｉｊ

· ∫ｚ
∗

０
ｂ（ ｚ）ｄｚ( ) ＞ ０ ①。 由 （１６） 式可知， 在传统的异质性企业模型基础

上， 当考虑出口集聚和技术溢出效应时， τｍ 下降对中间品组合Ｍ的单位投入成本的

影响会被放大。 具体证明如下： 由于 Ｍ２ ＜ １ 恒成立， ＰＭ 关于 τｍ 的弹性为正，
ｌｎＰＭ ／  ｌｎτｍ ＞ ０。 若不存在技术溢出， 国内中间品的生产成本将与进口中间品的

范围无关， 即  ｌｎｃｄｍ（ ｚ， ｚ∗） ／  ｌｎｚ∗ ＝ ０， 此时 Ｍ１ ＝ ０。 若不考虑出口集聚的垂直关

联效应， 国内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就不会受到出口企业数量的影响， 即

κ（ｎｉｊ） ＝ κ
－
且 ｌｎκ（ｎｉｊ） ／  ｌｎｎｉｊ ＝ ０， 此时 Ｍ２ ＝ ０。 因此， ＰＭ 关于 τｍ 的弹性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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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假设， 进口中间品能够产生技术溢出效应， 即 ｌｎｃｄｍ （ ｚ， ｚ∗ ） ／ ｌｎｚ∗ ＞０， 因此， Ｍ１ ＞０ 是显而易

见的。 在 Ｍ２ 的表达式中， 由于 ｌｎκ （ｎｉｊ） ／ ｌｎｎｉｊ＜０ 且 η＜ （σ－１） ／ θ， 所以 Ｍ２＞０。



ｌｉｍ
Ｍ１→０， κ（ｎｉｊ）→κ

 ｌｎＰＭ

 ｌｎτｍ
＝ ∫１

ｚ∗
ｂ（ ｚ）ｄｚ ＞ ０ （１７）

当 Ｍ１ ＞ ０ 且 １ ＞ Ｍ２ ＞ ０ 时，  ｌｎＰＭ

 ｌｎτｍ
＝
∫１
ｚ∗
ｂ（ ｚ）ｄｚ ＋ Ｍ１

１ － Ｍ２
＞ ∫１

ｚ∗
ｂ（ ｚ）ｄｚ 成立， 即出

口集聚和技术溢出对  ｌｎＰＭ ／  ｌｎτｍ 具有放大效应。 由此可知，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将

促进中间品投入成本的下降， 产生空间集聚和技术溢出效应， 因此增加国内中间品

使用范围， 有助于延伸国内价值链。
（二） 出口国内附加值

出口国内附加值是指出口产品当中由国内要素创造的增加值， 将出口中所嵌入

的进口原材料和中间品剔除便可得到。 构建生产率为 φ 的出口企业的收入恒等式：
ｘｉｊ（φ） ＝ ｐ（φ）ｑ（φ） ＝ π ＋ ｗＬ ＋ ＰＤ ＭＤ ＋ ＰＩ ＭＩ （１８）

企业的总收入包括： 利润 π 、 工资 ｗＬ 、 国内中间品投入 ＰＤ ＭＤ 和进口中间品

投入 ＰＩ ＭＩ。 中间品总投入为： ＰＭＭ ＝ ＰＤ ＭＤ ＋ ＰＩ ＭＩ ， 出口 ＤＶＡＲ 可以表示为：

ｄｖａｒ ＝ １ － ＰＩ ＭＩ

ｐ（φ）ｑ（φ）
＝ １ － σ － １

σ
·αＭ·∫１

ｚ∗
ｂ（ ｚ）ｄｚ （１９）

其中， （σ － １） ／ σ 是成本加成率的倒数， αＭ 是中间品的产出弹性， ∫１
ｚ∗
ｂ（ ｚ）ｄｚ 表

示中间品进口范围， 反映国外价值链的长度。 将 （１９） 式两边对 τｍ 求导：

ｄｖａｒ
 τｍ

＝ ｄｖａｒ
 ｚ∗

· ｚ∗

 τｍ
＝ σ － １

σ
·αＭ·ｂ（ ｚ∗）· ｚ∗

 τｍ （２０）

显然， ｄｖａｒ ／  τｍ 的符号取决于  ｚ∗ ／  τｍ ， 因此可以提出假说 １： 当考虑空间

集聚和技术溢出时，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有助于提升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空间集聚程度

越高， 这一正向效应越明显。
（三） 不同贸易方式下的加权平均出口国内附加值

１ 不同贸易方式下的中间品临界种类 （ ｚ∗ｐ ＶＳ ｚ∗ｏ ）
加工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面临不同的进口关税 （ τｍ

ｐ ＝ １ 而τｍ
ｏ ＞ １， 下标 ｐ 和 ｏ

分别表示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 这意味着两类企业进口中间品的相对成本存在差

异， 即 ｇ（ ｚ∗ｐ ） ＝ κ（ｎｉｊ） 和 ｇ（ ｚ∗ｏ ） ＝ κ（ｎｉｊ） ／ τｍ
ｏ ， 显然 ｇ（ ｚ∗ｐ ） ＞ ｇ（ ｚ∗ｏ ） 。 由于函数

ｇ（·） 关于 ｚ 递减 ， 因此 ｚ∗ｏ ＞ ｚ∗ｐ ， 即一般贸易企业的中间品进口范围小于加工

企业①。
为重新计算一般贸易企业和加工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 ｄｖａ ｒｉｊ 的表达式， 需先求

得关于 ＰＭ 、 ｎｉｊ 和 φ∗
ｉｊ 在不同贸易方式下的一系列均衡解②。 由此得到一般贸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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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按照图 １ 和图 ２ 的绘制思路， 可以将贸易自由化过程中 ｚ∗ｏ 和ｚ∗ｐ 的变化规律在图形中展示， 详细结果读

者可登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详细结果读者可登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和加工企业出口所面临的生产率门槛③
：

　 　 　 　 　 　 　 　 　 φ∗
ｉｊｏ ＝ Ｂ ｉｊ· ＰＭ

ｉｐ( )
１－σ

１－σ＋θη( ) ·αＭ·
ＰＭ

ｉｏ

ＰＭ
ｉｐ

æ

è
ç

ö

ø
÷

αＭ

φ∗
ｉｊｐ ＝ Ｂ ｉｊ· ＰＭ

ｉｐ( )
１－σ

１－σ＋θη( ) ·αＭ

ì

î

í

ï
ï

ï
ï

（２１）

由于ＰＭ
ｉｏ ＞ ＰＭ

ｉｐ， φ∗
ｉｊｏ 必然大于 φ∗

ｉｊｐ ， 这意味着免关税政策促使更多低生产率企业

通过加工贸易方式进行出口。 虽然加工企业可以享受一系列出口优惠政策， 但加工

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的销售行为会受到种种限制。 为简化起见， 本文假设高生产率企

业会优先选择以一般贸易方式出口， 而低生产率企业则通过加工方式出口。 因此，
两类企业的生产率区间分别为 ［φ∗

ｉｊｐ， φ∗
ｉｊｏ） 和 ［φ∗

ｉｊｏ，＋ ∞） ， 且不存在重叠。 所有出

口企业的均衡生产率分布为： μ（φ）＝ θ· φ∗
ｉｊｐ( ) θ·φ －θ－１ 。 一般出口企业和加工出口企

业的数量分别为 ｎｉｊｏ ＝ Ｌｉ· φ∗
ｉｊｐ( ) －θ· １ － ｓｉｊｏ( ) 和 ｎｉｊｐ ＝ Ｌｉ· φ∗

ｉｊｐ( ) －θ １ － ｓｉｊｏ( ) ， 其中，
ｓｉｊｏ 是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数量占比， ｓｉｊｏ 的表达式为：

ｓｉｊｏ ＝ ∫
＋∞

φ∗ｉｊｏ

μ（φ）ｄφ ＝
φ∗

ｉｊｐ

φ∗
ｉｊｏ

æ

è
ç

ö

ø
÷

θ

（２２）

２ 加权出口国内附加值

当面临不同的关税税率， 一般贸易企业和加工企业使用不同范围的进口中间品

种类。 相应地， 各类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也有所不同：

ｄｖａ ｒｋ ＝ １ － σ － １
σ

·αＭ·∫
１

ｚ∗ｋ

ｂ ｚ( ) ｄｚ， ｋ ＝ ｏ， ｐ （２３）

将 （２３） 式两边同时对 τｍ 求微分可得：
ｄｖａ ｒｋ
 τｍ

＝ σ － １( )

σ
æ

è
ç

ö

ø
÷ αＭ·ｂ（ ｚ∗ｋ ）·

 ｚ∗ｋ
 τｍ， ｋ ＝ ｏ， ｐ （２４）

以不同贸易方式企业的出口数量为权重可以得到制造业加权出口国内附加值：

ｄｖａ ｒｉｊ
－

＝ ｄｖａ ｒｐ·（１ － ｓｉｊｏ） ＋ ｄｖａ ｒｏ·ｓｉｊｏ （２５）
将 ｓｉｊｏ 写成不同贸易方式下中间品投入的价格指数 ＰＭ

ｉｏ 和 ＰＭ
ｉｐ 的函数： ｌｎｓｉｊｏ ＝ θ αＭ

·ｌｎ（ＰＭ
ｉｐ ／ ＰＭ

ｉｏ） （其中， ＰＭ
ｉｐ 和 ＰＭ

ｉｏ 的表达式②）。 而 ＰＭ
ｉｐ 和 ＰＭ

ｉｏ 关于 τｍ 的微分方程为：

 ｌｎＰＭ
ｉｐ

 ｌｎτｍ
＝

Ｍ１ｐ

１ － Ｍ２ｐ
；
 ｌｎＰＭ

ｉｏ

 ｌｎτｍ
＝
∫１
ｚ∗ｏ
ｂ（ ｚ）ｄｚ ＋ Ｍ１ｏ

１ － Ｍ２ｏ
（２６）

显然， 公式 （２６） 与 （１６） 具有同构的形式②。 由于 Ｍ１ｐ ＜ Ｍ１ｏ 且 Ｍ２ｐ ＜ Ｍ２ｏ ，
可以证明  ｌｎＰＭ

ｉｐ ／  ｌｎτｍ ＜  ｌｎＰＭ
ｉｏ ／  ｌｎτｍ 成立， 即 τｍ 下降对一般贸易企业的中间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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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公式 （２１） 式中， Ｂｉｊ ＝ Ａ３·Ｌｉ
η

１－σ＋θηＥｊ
－ １
θ（１－η） ｆ－ ｘｉｊ( )

１
σ－１－θη

τｘｉｊ
Ｔｊ

( )
１－σ

１－σ＋θη。

可登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②其中， Ｍ１ｐ、 Ｍ２ｐ、 Ｍ１ｏ和Ｍ２ｏ的具体表达式见附录 Ａ ４， 读者可登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投入的成本节约效应要大于加工企业。 这是因为关税减让可以直接降低进口中

间品的投入成本， 而对国内中间品的投入成本只产生间接作用， 而加工企业使

用国内中间品的范围较小， 因此 τｍ 下降对 ＰＭ
ｉｏ 影响更大。 计算 ｓ ｉｊｏ 关于 τｍ 的

弹性：

ｌｎｓｉｊｏ
 ｌｎτｍ

＝ θ αＭ· Ｍ１ｐ

１ － Ｍ２ｐ

－
∫１
ｚ∗ｏ
ｂ（ ｚ）ｄｚ ＋ Ｍ１ｏ

１ － Ｍ２ｏ

æ

è

ç
ç

ö

ø

÷
÷
＜ ０ （２７）

ｌｎｓｉｊｏ
 ｌｎτｍ ＜ ０ 意味着 τｍ 下降将导致以一般贸易方式出口的企业比重有所提升， 这

是因为贸易自由化背景下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门槛下降后， 一方面会使新的企业进

入出口市场， 另一方面会使部分加工出口转变为一般出口。 结合 （２５） 和 （２７）

式， 可以求解 ｄｖａ ｒｉｊ
－

关于 τｍ 的弹性， 并将其分解为以下四部分：

式 （２８） 揭示了 τｍ 影响 ｄｖａ ｒｉｊ
－

的四个途径， 式 （２８） 右边第一项反映的是当

给定 ｓｉｊｏ 不变时， τｍ 的微小变化引起加工企业 ｄｖａ ｒｐ 的变化。 由于 １ － ｓｉｊｏ( )·
ｄｖａ ｒｐ
 τｍ

＜ ０， 关税减让对 ｄｖａ ｒｐ 的正向影响有助于提升平均出口国内附加值。 第二项是给

定 ｓｉｊｏ 不变时， τｍ 的微小变化引起一般贸易企业 ｄｖａ ｒｏ 的变化。 根据式 （２４） 可知，
当考虑出口集聚和技术溢出效应时， 关税减让对 ｄｖａ ｒｏ 的正向影响比较小， 因此对

ｄｖａ ｒｉｊ
—

的提升作用有限。 第三项是由加工企业在出口市场上的进入退出而导致的

ｄｖａ ｒｉｊ
—

变化。 根据式 （２７） 可知， ｄｖａ ｒｐ· －
 ｌｎｓｉｊｏ
 ｌｎτｍ·

ｓｉｊｏ
τｍ

æ

è
ç

ö

ø
÷ ＞ ０， 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

关税减让降低了加工企业所面临的出口门槛 （ φ∗
ｉｊｐ 下降）， 使得更多的企业以加工

方式进入出口市场； 另一方面则是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门槛降低促使一些加工企业

转变为一般贸易企业， 由于  ｌｎφ∗
ｉｊｏ ／  ｌｎτｍ ＞  ｌｎφ∗

ｉｊｐ ／  ｌｎτｍ ， 加工企业的生产率范围

（φ∗
ｉｊｐ， φ∗

ｉｊｏ） 会变小， 出口比重下降， 因此有助于提高平均出口 ＤＶＡＲ。 第四项是一

般贸易企业的进入退出而导致的 ｄｖａ ｒｉｊ
—

变化。 由式 （２７） 可知， ｄｖａ ｒｏ·
 ｌｎｓｉｊｏ
 ｌｎτｍ·

ｓｉｊｏ
τｍ

＜ ０， 这是因为关税减让扩大了一般贸易企业的生产率范围， 提高了一般贸易的出

口比重， 而 ｄｖａ ｒｏ 通常高于均值， 因此有助于提高 ｄｖａ ｒｉｊ
—

。 综上所述， ｄｖａｒ
—

关于 τ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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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减函数①。
因此， 本文可以提出假说 ２：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通过国内中间品替代和贸易方

式的转型升级， 能够优化国内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 延伸国内价值链， 促进制造业

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提升。

四、 数据与方法

（一） 计量模型设定

为考察国内价值链延伸视角下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

响， 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ＤＶＡ Ｒ ｆｔ ＝ αｆ ＋ αｔ ＋ α１ＦＩ Ｔｆｔ ＋ α２Ａｇ ｇｒｔ × ＦＩ Ｔｆｔ ＋ αＸ Ｘ ｆｔ ＋ εｆｔ （２９）

其中， ｆ 和 ｔ 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 ＦＩ Ｔｆｔ 表示单个企业在进口中间品时所面临的

加权平均关税率， Ａｇ ｇｒｔ 是代表企业所在地区出口集聚程度的虚拟变量。 Ａｇ ｇｒｔ × ＦＩ
Ｔｆｔ 是出口集聚与进口中间品关税率的交叉项。 Ｘ ｆｔ 是一组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包

含企业所有制、 企业规模、 加工贸易占比、 劳动力成本和赫芬达尔指数。 αｆ 是个体

固定效应， αｔ 是不随个体变化的时间固定效应， εｆｔ 是随机误差项。
（二） 变量选取和说明

１ 被解释变量

本文主要参考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测算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指标， 数据来源是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的匹配数据。 具体测算公式如下：

ＤＶＡ Ｒｋｆｔ ＝

１ －
ＩＭ Ｐｋ

ｆｔ ＋ δ·（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 ｅｆｔ － ＩＭ Ｐｋ
ｆｔ）

Ｙｆｔ
， ｋ ＝ ｏ， ｐ

１ －
ＩＭＰ ｐ

ｆｔ ＋ ＩＭＰｏ
ｆｔ ×

ＥＸＰｏ
ｆｔ

Ｙｆｔ － ＥＸＰｐ
ｆｔ

æ

è
ç

ö

ø
÷ ＋ δ·（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 ｅｆｔ － ＩＭＰｐ

ｆｔ － ＩＭＰｏ
ｆｔ） × （ＥＸＰｆｔ ／ Ｙｆｔ）

ＥＸＰｆｔ
， ｋ ＝ ｍ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

（３０）
　 　 其中， ｏ 、 ｐ 和 ｍ 分别表示一般贸易、 加工贸易和混合贸易， ＩＭ Ｐｏ

ｆｔ 和 ＩＭ Ｐｐ
ｆｔ 分别

表示以一般方式和加工方式进口的中间品额，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 ｅｆｔ 是中间品总投入； ＥＸ Ｐｏ
ｆｔ

和 ＥＸ Ｐｐ
ｆｔ 表示不同贸易方式下的出口总额； ＥＸ Ｐ ｆｔ 和 Ｙｆｔ 分别是出口总额及工业总产

值； δ 指国内中间品投入中所包含的国外成分， 取值在 ５％ ～１０％之间②。 进一步根

据张杰等 （２０１３） 的方法， 利用贸易代理商进口中间品的信息对企业实际使用的

进口中间品额进行调整， 以解决出口 ＤＶＡＲ 的高估问题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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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文也可以基于出口金额权重计算加权平均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所得结论一致， 读者可登录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本文将 δ 取值为 ５％， 计算 ＤＶＡＲ 指标。
具体修正公式详见闫志俊和于津平 （２０１９）。



２ 投入品进口关税率

借鉴 Ｙｕ （２０１５） ［２９］， 本文采用投入品进口关税率来衡量中间品贸易自由化，
并测算企业和行业两个维度的投入品进口关税率， 数据主要来源于 ＷＴＯ 的 Ｔａｒｉｆｆ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 具体测算公式如下：

ＦＩ Ｔｗ
ｆｔ ＝ ∑

ｋ∈Ｏ

ｍｋ
ｆｔ －１

∑
ｋ∈Ｍ

ｍｋ
ｆｔ －１

τｋ
ｔ （３１）

其中， ｍｋ
ｆｔ －１ 是企业 ｆ 第 ｔ － １ 年对产品 ｋ 的进口额， Ｍ 是企业所有进口产品的集

合， Ｏ 表示企业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口产品的集合， τｋ
ｔ 是第 ｔ 年产品 ｋ 的进口关税率。

通常来讲， 关税率越高的产品， 其进口额会越低。 为避免中间品进口额与关税率之

间的负相关性所导致的加权投入品关税率被低估的问题， 式 （３１） 以产品 ｋ 的上

一期进口额作为权重计算 ＦＩ Ｔｆｔ 。 另外， 部分在海关数据库中没有进口记录的企

业， 其 ＦＩＴｆｔ 值是缺失的， 为尽可能地减少样本损失， 本文采用行业层面的投入品

关税率作为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另一种衡量指标。 具体测算公式如下：

　 　 　 　 　 　 　 　 　 　
ＩＯ Ｔ ｊｔ ＝ ∑

ｋ∈Ｊｔ

ｍｋ
ｊｔ

∑
ｋ∈Ｊｔ

ｍｋ
ｊｔ

·τｋ
ｔ

ＩＩ Ｔｉｔ ＝ ∑
ｊ∈Ｊｉ

α ｊｉ × ＩＯ Ｔ ｊｔ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３２）

其中， ＩＯ Ｔ ｊｔ 和 ＩＩ Ｔｉｔ 分别表示行业 ｊ的最终产品关税率和行业 ｉ的投入品关税率，
ｍｋ

ｊｔ 表示隶属行业 ｊ 的产品 ｋ 在第 ｔ 年的进口额， Ｊｔ 是行业 ｊ 所包含的 ＨＳ 六位码产品

集合。 α ｊｉ 为 投入产出系数， Ｊｉ 表示行业 ｉ 的投入集合。
３ 其他指标的测度

空间集聚指标以特定行政区域内出口企业的数量来度量， 计算公式为： Ａｇｇ＿ Ｃｒ

＝ ｌｎ（Ｃｏｕｎ ｔｒ） ， 其中 Ｃｏｕｎ ｔｒ 表示地区 ｒ 出口企业的数量。 将该指标从小到大排序，
对位于中位数以上的观测值将 Ａｇ ｇｒｔ 赋值为 １， 表示集聚程度较高； 反之， 将 Ａｇ ｇｒｔ

赋值为 ０。 控制变量包括： 企业所有制 （ＦＯＥ）、 企业规模 （ ｌｎＳｃａｌｅ）、 加工贸易占

比 （ＰｒｏＲａｔｉｏ）、 劳动力成本 （ｌｎＷａｇｅ） 和赫芬达尔指数 （ＨＨＩ）。 具体而言： （１）
企业所有制信息从海关数据库中获取， 海关数据统计了八种所有制类型， 本文将

“外商独资企业”、 “中外合资企业” 以及 “中外合作企业” 归类为外资企业 （即
ＦＯＥ＝ １）， 其他企业归类为非外资企业 （即 ＦＯＥ ＝ ０）； （２） 企业规模 （ ｌｎＳｃａｌｅ）
采用制造业企业就业人数的对数值表示； （３） 加工贸易占比 （ＰｒｏＲａｔｉｏ） 采用企业

加工贸易出口额占其总出口额的比重来衡量； （４） 劳动力成本 （ ｌｎＷａｇｅ） 采用企

业从业人员的人均工资对数来表示， 由于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没有直接度量工资的指

标， 需要使用其他指标进行测算， 具体公式为： 人均工资 ＝ （本年应付工资总额＋
本年应付福利费总额） ／全部从业人员； （５） 赫芬达尔指数 （ＨＨＩ） 采用行业内企

业市场份额的平方和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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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基准回归与机制检验

１ 基准回归分析

表 １ 第 （１） — （２） 列报告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的基准回归结果。 ＦＩ Ｔｆｔ 的系数显著为负， 而交叉项的估计系数也为负， 并通过了

１５％的显著性检验， 说明空间集聚程度较高的地区，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出口国内

附加值带来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大， 这从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文理论模型的假说 １。
回归中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基本与预期相符①。

表 １　 基准回归与异质性分析

变量
总样本 一般贸易企业 加工贸易企业 混合贸易企业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ＦＩＴ 　 －０ ０８０∗∗∗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８∗∗∗ 　 －０ ０２９∗∗∗ 　 －０ ０３４ 　 ０ ０９８∗ 　 －０ ０５２∗∗∗ 　 －０ ０６１∗∗∗

（－８ ５２） （－２ ７７） （－６ ２５） （－４ １０） （－０ ９７） （１ ５３） （－４ ０８） （－３ ８４）

Ａｇｇ×ＦＩＴ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０∗ －０ １８２∗∗ ０ ０２３
（－１ ６２） （－１ ４８） （－２ ４２） （０ ９９）

Ｒ２ ０ １４７ ０ １４８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０ ０ ０７８ ０ ０７８ ０ １６８ ０ １６８

Ｎ １２９ ７３５ １２９ ７３５ ５０ １７７ ５０ １７７ ２４ ４９５ ２４ ４９５ ５５ ０６３ ５５ ０６３

注： 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５％的显著性水平。 各列回归均已加入控制变量， 已
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并在企业层面使用聚类标准误， 下表同。

２ 异质性分析

本文按照企业贸易方式的不同从总样本中抽离出三类企业： 一般贸易企业、 加

工贸易企业和混合贸易企业。 表 １ 第 （３） — （８） 列依次报告了三个子样本的估

计结果， 可以看出， 中间品进口关税率越低， 一般企业和混合企业的出口 ＤＶＡＲ
越高。 在加入 Ａｇｇ×ＦＩＴ 的交叉项之后， 第 （４） 列和第 （８） 列 ＦＩＴ 的估计系数依

然显著为负， 但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却不尽相同， 其中一般企业子样本的交叉项系数

在 １５％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表明出口集聚度越高的地区， 中间品关税减让对一般

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促进作用越大， 而混合企业子样本的交叉项系数不显著。 第

（５） — （６） 列结果显示， 中间品关税减让对加工企业的出口 ＤＶＡＲ 没有产生直接

影响， 而是通过空间集聚效应产生了间接的促进作用②。
３ 稳健性检验

在基准回归中， 将 δ 赋值为 ５％来测算 ＤＶＡＲ， 但 δ 的取值会随着企业所属行

业的不同而存在一些差异， 并非固定值。 因此本文将 δ赋值为 １０％以获取 ＤＶＡＲ 的

第一个替代指标。 第二个替代指标则是考虑贸易中间商的间接进口问题， 通过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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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限于篇幅， 本文未将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展示， 具体结果可登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值得说明的是， 本文加工贸易企业的划分是以出口贸易方式为准， 而非进口贸易方式， 部分加工企业

依然会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口原材料和中间品。 根据样本数据的统计可知， 在所有的加工企业中， 以一般贸易

方式进口中间品金额不为零的企业约占 ２３ ４％， 因此加工企业的中间品进口关税率指标 ＦＩＴ 并不全为零。



单个企业进口中间品的实际金额来重新测算 ＤＶＡＲ。 表 ２ 第 （１） — （２） 列依次给

出了ＤＶＡＲ 两个替代指标作为因变量的估计结果， 与表 １ 的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这意

味着本文的核心结论并不随 ＤＶＡＲ 测算方法的调整而改变。 另外， 本文的核心解释

变量是企业层面的投入品加权进口关税率 ＦＩＴ， 进一步地， 本文还参照式 （３２） 计算

行业层面的投入品关税税率 ＩＩＴ 作为 ＦＩＴ 的替代指标进行回归， 结果见表 ２ 第 （３）
列， 显然， 投入品关税减让对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空间集

聚对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出口 ＤＶＡＲ 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
为解决内生性问题， 本文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期间企业中间品加权关税率的变化

幅度△ＦＩＴ 作为因变量， 对 ２０００ 年企业层面的各项指标做横截面回归， 估计结果

如表 ２ 第 （４） 列所示。 可以看出， ＤＶＡＲ 变量的估计系数不在 １５％的水平上显著，
这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排除 ＦＩＴ 与 ＤＶＡＲ 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 可见本文的基准实证

回归不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 但为稳健起见， 本文依然选取工具变量 （滞后一

期的 ＦＩＴ） 进行 ２ＳＬＳ 回归， 结果见表 ２ 第 （５） 列， 可以看出， 在使用工具变量控

制内生性后， 基准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表 ２　 稳健性检验和机制检验

变量

稳健性检验 内生性检验 机制检验

δ ＝１０ ＤＶＡＲ＿ａｄｊ ＩＩＴ △ＦＩＴ ２ＳＬＳ ＤＶＡＲ ＰＬ ＤＶＡＲ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ＦＩＴ 　 －０ ０２８∗∗∗ 　 －０ ０３５∗∗∗ 　 　 　 －０ １９６∗∗∗ 　 －０ ０３０∗∗∗ 　 －０ ５９２∗∗∗ 　 －０ ０３１∗

（－２ ５８） （－２ ６４） （－６ ９１） （－２ ７７） （－９ ４５） （－１ ８６）

Ａｇｇ×ＦＩＴ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９∗ －０ ０６２∗∗∗ －０ ０２５∗ －０ ２１７∗ －０ ０２２
（－１ ５９） （－１ ５４） （－２ ７９） （－１ ６２） （－１ ７０） （－０ ６０）

ＩＩＴ 　 －０ ０２６∗∗

（－２ ３７）

Ａｇｇ×ＩＩＴ 　 －０ ０１４∗

（－１ ５４）

ＤＶＡＲ ０ ０１４
－１ １８

ＰＬ ０ ００４∗∗

（２ ０４）

Ｒ２ ０ １４８ ０ １６８ ０ １５５ ０ ００６ ０ ３９２１ ０ １４８ ０ ０１５ ０ １４６

Ｎ １２９ ７３５ １２９ ７３５ ２１９ ４８２ ３ ２０６ ６５ ２９２ １２９ ７３５ ７０ ８２３ ７０ ８２３

４ 机制检验： 国内价值链延伸效应

根据理论模型的假说 ２ 可知，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可以促进国内中间品二元边际

的增长， 延伸国内价值链长度， 提升出口 ＤＶＡＲ。 接下来， 本文将选取企业层面的

国内价值链长度 （ＰＬ） 为中介变量， 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揭示制造业出口国

内附加值的提升机制。 中介变量 ＰＬ 的测度主要借鉴 Ｃｈｏ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３０］， 将行

业维度的上下游度指数对接到企业进出口数据中， 测算企业生产长度， 具体步骤如

下： （１） 在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官网下载基于 ＷＩＯＤ２０１６ 测算的 ５６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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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上游度指数， 通过与 ＩＳＩＣ４ ０ 两位码和 ＩＳＩＣ３ ０ 四位码的对应表， 将上游度指

数对接到海关 ＨＳ 六位码层面； （２） 依据海关数据库中各企业进出口产品的金额为

权重计算企业进出口的加权平均上游度； （３） 企业的生产长度 ＝进口上游度－出口

上游度， 该值越大， 说明企业在国内市场的生产阶段数越长。
表 ２ 第 （６） — （８） 列汇报了相应的估计结果。 其中， 第 （７） 列表明， 中间

品关税减让有助于延长制造业企业的生产阶段数， 促进国内价值链的延伸， 而

Ａｇｇ×ＦＩＴ的交互项系数在 １５％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说明空间集聚能够强化中间品贸

易自由化的国内价值链延伸效应。 第 （８） 列显示， 中介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

正， 说明企业生产阶段数的增加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这主要是由于企业

进口中间品的上游度在提高， 出口产品的上游度在下降， 参与 ＧＶＣ 的生产环节部

分转移至国内， 由此增加了出口产品中的国内增加值比例。 另外， 在加入中介变量

之后， ＦＩＴ 和 Ａｇｇ×ＦＩＴ 的系数显著度大幅下降， 表明国内价值链延伸是贸易自由化

背景下制造业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提升的重要渠道。

五、 结论与政策含义

中国企业在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同时也促进了国内价值链的发展， 探索企业

出口 ＤＶＡＲ 提升的本地化路径成为中国制造业在双循环模式中攀升 ＧＶＣ 的关键。
本文将集聚因素纳入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 构建数理模型探讨国内价值链延伸视角

下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影响， 并利用微观企业数据进行相应

的实证检验。 理论研究发现：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引致的出口集聚和技术溢出效应，
可以降低国内中间品投入的相对成本， 促使国内中间品使用范围增加及国内价值链

延伸， 以此提升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 实证检验表明：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能够显

著提高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 出口企业的空间集聚能够强化这一促进作用， 采用

多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保持不变。 按照不同贸易方式进行分样本检验

后发现， 空间集聚的强化作用只对一般贸易企业产生显著影响， 对混合贸易企业不

显著； 而对于加工企业，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其出口 ＤＶＡＲ 不产生直接影响， 而

是通过出口集聚产生间接促进作用。 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 贸易自由化有助于延

伸国内价值链长度， 使得企业将更多生产环节转移至国内市场， 而这成为出口

ＤＶＡＲ 增长的重要途径。
本文研究证实了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互动情形下， 国内价值链延伸可以作为制

造业出口 ＤＶＡＲ 提升的有效路径， 验证了双循环战略在 ＧＶＣ 升级中的可行性， 这

对于中国构筑新型开放格局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含义。 首先， 在逆

全球化背景下， 打破价值链 “低端锁定” 的关键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将价值链

高端环节和创新链环节转移至国内， 而这就需要国内市场中形成高端产业集群， 促

使制造业企业以 “双重嵌入” 的模式同时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 形成双

循环的良性互动局面。 其次， 在重塑全球生产体系的过程中， 从发达国家引进高新

技术、 在本土市场培育自主创新能力、 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产能的基本导向不变， 因

此仍需积极地推进贸易自由化政策、 加速区域一体化的谈判进程， 巩固中国在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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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 “共轭环流经济圈” 中的枢纽地位。 最后， 在实现中国制

造业持续攀升 ＧＶＣ 的同时， 促进 ＧＶＣ 的稳定柔韧也是重塑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重

要目标之一， 因此在培育本土跨国企业， 布局全球生产链的同时， 也需构筑完整的

国内价值链和创新链， 持续增强本土企业创造附加值和对抗风险的能力， 为双循环

战略的有效实施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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